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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and Child-friendly Spaces in Modernist Cities
刘  磊   雷越昌   吴晓莉   魏立华    LIU Lei, LEI Yuechang, WU Xiaoli, WEI Lihua

现代主义城市是基于市场经济效率导向的，其空间主要呈现增量扩张的快速发展态势，但逐步失去了对“人的抚育”功

能，尤其忽视老人、妇女、儿童以及身体残障人群的需求。基于儿童权利和儿童健康成长的需求，分析国外以“儿童友好型

城市”建设为代表的空间实践，强调和保障儿童空间权利行使的主体地位，以儿童参与为重点，将儿童的根本需求纳入街

区或城市的规划中，形成“儿童空间需求表达→设计与决策→物理空间呈现”的有效途径和制度保障体系。就国内而言，

在儿童尚作为“权利客体”的境况下，深圳市尝试探寻由成人与儿童合作、从战略引领到项目落实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空

间建设机制。

Modernist cities are based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rket economy. Spaces in modernist cities mainly show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cremental expansion, but gradually lose the function of 'human care', especially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women, children and the physically disabled. Based on the needs of children's rights and children's healthy growt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ce practice represent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abroad, emphasizes and guarantees the 

subjective status of children's space rights, and focuses on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planning of blocks or cities, an 

effective way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 for 'children's space demand expression→design and decision-making→physical space 

presentation' has been formed. As far as the domestic situation is concern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children as 'objects 

of rights', Shenzhen tries to explore a child-friendly urban spac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that is coordinated by adults and 

children, from strategic guidance to project implementation.

现代主义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现代主义

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

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

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1]，其主导下的城市空间

是一种可介入、可干预并操控、能动的“实体

空间”，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和工具。现代

主义空间中生存的人们，成为被动的“存在

者”并不断被“原子化”，且因现代性内在张力

和冲突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危机[2]45。

“现代主义城市在改善物质生活时伤害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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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健康发展，儿童的空间生活日益趋向驯

养化、制度化和孤岛化”[3]21，儿童为现代主

义所鼓吹的文化富足和城市管治付出了沉重

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代价[4]。城市建成区趋于高

密度发展，儿童游戏空间被商业化、标准化的

游戏设施所限制，城市公园逐步增多，但儿童

可利用的空间和设施却不足，日常生活可接

触的自然空间越来越少，儿童“自然缺失症”

现象突出[5]15。据统计，全国约有16.33%的孩

子有自然缺失症倾向，深圳约有12.85%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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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每天户外活动几乎为零，儿童课余活动正

被电子产品所取代，“宅”在儿童日常行为中

更趋普遍。

在空间使用上，管理策略更倾向于“如

何使公共空间不被容易惹麻烦的年轻人所占

据”[6-7]；基于风险焦虑和机动交通依赖，儿童

单独出行和有限制的出行呈下降趋势，儿童

步行更趋困难，儿童活动日益远离户外而进

入封闭且“被保护起来”的空间，呈现出驯

养化特征[3]22。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中亦缺乏儿

童专属的活动空间，学校空间过分强调知识

性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健康的儿童早期教

育被扭曲；儿童活动空间被各类成人活动设

施占据。更需注意的是，对于生活质量认知的

差异或者社会再生产的体制惯性，以及现代

主义城市的“无根性”[8]，使其缺乏兼顾父母

工作和育儿需求的服务空间，只能寄望于“代

际抚养”；城市“寄养儿童”的抑郁症、焦虑

症等心理疾病不断增多。此外，快速城镇化带

来的城市流动儿童，更加凸显城市应对外来

人口的教育设施和健康措施不足。

现代主义空间观信奉通过改造建筑布局、

城市结构、人的活动方式等手段达到改造社会

的目的[2]46。服务于快速城市化下的城乡规划，

是践行现代主义空间观的直接手段；忽视了空

间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居民作为均质的

整体对待，对不同人群实际需求与主观决策考

虑不足，难以及时、精细地应对城市问题，实际

效果与理想状态存在较大差异。以儿童为代表

的弱势群体的空间权利伸张作为社会结构转

型的重要方面，是逐步促进社会实现“公平正

义”①的重要方式；倘若从儿童权利的视角去

思考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实践，或者说，从价

值立场的扭转上重估既往的城市建设，“儿童

友好型城市”的提出乃是必然。

1   儿童空间及其背后的权利与运作逻辑

1.1   现代主义城市中的儿童权利与儿童空间

权力与资本作为塑造现代主义城市空间的

重要力量，其组成的“增长同盟”加速了空间

的生产、消亡、重组和再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现代主义城市中的社会矛盾都与空间资源分配

的公正公平有关[9]，但资本逻辑对城市空间的强

势“殖民”背离了城市空间正义的发展方向[10]。

由于市民的空间权利并未被法律法规所明确规

定，不为权力拥有者所重视[11]；围绕空间权利的

社会抗争呈现高发态势，空间利益相关者（一

般是能动的成人群体，也包括老年人）与权力、

资本之间的博弈趋于激烈化和常态化。城市空

间塑造的内在逻辑，由早期权力拥有者空间权

利的彰显，到权力与资本合谋，并逐步转向权力

与资本、利益相关者的协商空间，“在统一性的

伪装下，城市空间成为断离的、碎片化的，是受

到限制和隔离状态的空间”[12]。

我国《城乡规划法》作为市民空间权利

表达的主要依据，隐含的权利对象是十八周

岁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而

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全年龄段的市民。向公共

政策转变下的城乡规划，“尽管对儿童利益满

腔热情，并试图去实现它，但是成人组成的规

划师队伍既没有学过如何代表儿童利益也不

会与他们协作，仍然很迷惑如何才能达到效

果，儿童的利益依然被当前急迫的规划需求

所替代”[13]69-70，强调的是“正式的儿童活动

空间”的提供（如游乐场、儿童公园等）和

儿童基础服务设施（如学校、医院、图书馆等）

的保障，“体现的是政府（成人）对空间选择

的结果”。

同时，由于“儿童脆弱、易受伤害形象”

的普遍认同，成人正通过“空间禁忌”来规训

“儿童本性”，儿童逐渐成为“成人控制的社会

化过程中的被动主体”[14]74，被困于成人构筑

的现代主义理性“囚笼”之中。“儿童权利”

是站在成人为主体的视角来观察儿童所得出

的，因此“受保护权”俨然成了儿童权利的

代名词[15]；基于儿童参与和儿童健康发展下的

“空间社会抗争行为”被普遍忽视，儿童成了

装配线上生产的“机器人”[16]，被塑造了一味

顺从的奴性人格（见图1）。实际上，儿童有一

种去探索、邂逅、成长、参与世界的强烈需求，

并能够借助游戏、占据地盘和想象力来对抗以

成人意志为中心的建筑环境[5]15。

1.2   儿童权利及基于儿童权利下的儿童友

        好型城市建设

为了保障儿童权益、提升儿童福祉，1989

年联合国出台《儿童权利公约》②，规定了世

界范围内儿童保护和发展的基本标准，明确了

儿童生命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4项基

本权利。在《儿童权利公约》基础上，1996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首次提出儿

童友好型城市（Child-friendly cities）③理念，

建议将儿童的根本需求纳入街区或城市规划

中，实现儿童在环境、社会和参与方面的需求

与权利；并在2004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定的

Building Child Friendly Cities：A Framework 

for Action中提出，“确保在每一个关乎儿童

福祉的决策层面中实现儿童权利……为所

有年龄段的儿童创造安全的环境和空间条

件……”[17]。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意味着我们开始

摆脱过去将儿童视为由成人控制的社会化过

程中的被动主体，儿童的健康发展开始转向由

内而外的生成过程，而非由外而内的塑造（规

训）过程，更强调儿童独特的社会参与和内心

世界，认识他们与成人不同的活动场所和空间

价值观；是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为基础，

通过对儿童四大权利的保障来促进儿童的天

性生长，实现对儿童友好。

2   基于儿童权利认知下的国内外儿童

     友好型空间实践

由于“权利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事实，也是

对社会体系的目标、价值、规范和习俗以及部分

意识形态的反映”[14]253，基于不同社会背景和

儿童权利认知下的儿童友好型城市实践也有所

差异。在德国、美国、日本等地，儿童观念经历了

“不完整承认儿童”到强调“儿童的自由与独立”

的转变；尤其是1970年代以后，伴随着儿童解放

运动的开展，“儿童作为独立个体参与社会和政

治生活的观点逐渐主导儿童权利话语的主流”；

“加强儿童在规划和决策机制中的参与”成为

儿童健康与城市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2004年

联合国儿基会在Building Child Friendly Cities: A 

① 李培林老师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中提出，社会结构转型作为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第三只手（看

     不见的手），可以调和经济报喜与社会报忧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实现“公平正义”。

②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建立在4项基本原则上，包括无歧视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确保儿童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完整原则，尊重儿童意见原则；强调重视

      儿童生命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4项基本权利，要求城市应适合所有人，尤其是代表人类未来的儿童居住，并将儿童权利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来考虑。

③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相关定义，“儿童友好型城市”指的是“一个明智政府在城市所有方面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的结果，不论是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或者

     社区，在公共事务中都应该给予儿童政治优先权，将儿童纳入决策体系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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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for Action中，明确提出将“儿童参与

决策”作为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基础。在此价

值共识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儿童友好型空间实践

更注重帮助儿童发展自我的创造力，完成健康的

个体化发展过程，试图展示“一幅儿童作为城市

主体表达自身权利的理想公民社会景象”。我国

自1992年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来，

儿童健康、法律保护、福利等社会保障领域已取

得了长足发展，以儿童友好型开放空间（公园、

公共空间等）、儿童友好型社区（家园）等为代

表的空间实践得以开展[18-21]。但国内，“社会成员

基本权利的保护问题仍占据突出的位置”[22]，儿

童相关事务倾向于儿童社会保障的提供、儿童发

展规划中的指标控制，更多的是“底线管控”，关

注的重点依旧是儿童的基本生命权和受保护权，

儿童作为“权利客体”的现状尚未得到根本的

改变。基于此背景，以深圳等为代表的国内儿童

友好型城市实践开始关注儿童的空间权利，尝试

找寻一条由成人与儿童合作、从战略引领到项目

落实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空间建设机制。

2.1   基于儿童空间权利自我表达下的国外

        儿童友好型空间实践

儿童空间权利的表达离不开儿童的有效

参与。国外儿童友好型空间实践的第一步就是

构建切实、有效的儿童参与制度，涵盖从“儿

童空间需求表达（儿童参与）→设计与决策

（协同规划师和政府等成人机构）→物理空间

呈现”的全过程，并通过搭建完善的规划空间

实施传导和以儿童日常生活空间为主的实践

领域，来落实实现儿童的空间权利。

2.1.1    构建切实有效的儿童参与制度

为了保障儿童能切实地表达其空间诉求

和想法，2006年1月，丹佛市教育与儿童市长

办公室（MOEC）、科罗拉多大学等组织共同

发起了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行动，专门搭建了

一套由青年与成人平行构成的组织框架，使儿

童和青年的声音成为这一行动的主导力量，并

协助成人承担起在有效的“成人—青年”合

作中的关键性支持角色。其中，青年指导委员

会由20名9—19岁的成员组成，就年轻人的现

生“社区发展委员会”（小学生  中学生まちづ

くり委員会），供学生讨论社区问题，提出解决

草案，努力采纳他们提出的部分建议；同时设

立儿童议会，由经过公开选拔的儿童组成。儿

童在议会上通过与政府官员对话，落实“社区

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而在“儿童议会”

上针对建议提出的问题，也会在“社区发展委

员会”中进行讨论与研究[25]（见图3）。

通过儿童空间权利的自我表达和呈现，不

仅可以满足儿童空间发展的需求、促进儿童个

性的发展，“公众参与对于儿童本身也培养了

自我尊严、自我效能等内容，而这是公民应该

具备的基本品质”；“政府应该认识到在决策环

节中儿童具有潜在能力成为真正的参与者，并

将这个认识融入公共事务中”[13]80。

2.1.2    融合儿童空间权利的规划传导体系

以德国雷根斯堡市为例，2009年市议会

实状况为行动提供见解，并通过专业协调员的

帮助与成人委员会进行沟通。下属委员会则每

两个月会面一次，就专门的主题和实际的项目

进行讨论。针对每个主题都分别设有成人主导

的下属委员会和青年主导的下属委员会，主席

和联合主席将参与成人及青年指导委员会并

对讨论成果进行汇报[23]99（见图2）。

在日本，儿童观念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国宪法》的设立而发生根本转向，儿童

开始作为权利的行使主体；鼓励各地方自治体

根据自身实际，与儿童一起制定地方化的儿

童青少年条例[24]。以日本新雪谷町（Niseko 

Town）为例，城镇规划基本上是由市民每一

个人思考和行动的自治，为推动儿童在地方管

理与社区发展中的参与，在《城镇建设基本条

例》④中，明确规定20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年参

与城乡规划项目的权利。设立了小学生  初中

图1　成人主导下的现代主义城市对儿童健康的影响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丹佛市儿童友好型城市工作组织框架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99。

图3　新雪谷町自下而上的儿童参与方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④ 《城镇建设基本条例》是2001年4月生效的日本新雪谷町发展社区条例，其在第十一条明确“20岁以下市民参与城市发展的权利”：城镇为20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

     童提供参与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权利。为了保障在城镇规划项目中的参与权利，城镇将根据其他规章制度制定相应政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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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适宜儿童成长且对家庭友好的雷根

斯堡市”纲领，此后“儿童与家庭友好性”就

成为城市建设有约束力的课题。2013年实施

的《游戏总体规划—雷根斯堡市儿童、青少年

与家庭友好纲领》⑤（以下简称“《游戏总体

规划》”），是乡镇和城市进行儿童和青少年友

好规划和发展的战略工具，其在编制过程中就

创新采用了“游戏总体规划”的方法，让儿童

参与规划、表达其空间诉求。以此为基础，描绘

儿童和青少年的整体空间利益，并提出明确的

目标和标准要求。为落实《游戏总体规划》提

出的质量目标，各城区开展了分区游戏总体规

划，提出需要改造、建设的地区和设计方案，内

容深度类似于国内的详细规划（见图4）。此

外，德国标准化学会制定了详细的标准，如《游

戏场和户外游乐场——规划、建造和运作的要

求和说明》（DIN18034）中，针对“可供游戏

的自由空间”，清楚界定了不同类型游戏场的

最小面积、材质等要求。

2.1.3    基于儿童日常生活需求下的空间实践

“儿童日常生活空间”是一个“精神、物

质和社会尺度”复合的儿童各类活动载体，

是儿童社会化发展的起点，儿童需要在日常

生活空间中获得满足。而这其中，社区日常公

共活动（空间建设）中的公共参与是儿童归

属感、自尊感和自我实现需求获得满足的重

要途径。目前国外实践主要集中于住区、学校

和公共空间领域；其中，住区（社区）空间应

提供一个包含安全感和归属感，家庭与私人

空间和家庭与公共空间的混合、玩耍空间，以

及健康的环境[5]77，鼓励儿童接触自然，如美国

的“社区花园”运动、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

学校作为城市中少量的、可以和其他孩子一

起进行户外游戏的场所之一，应重点为儿童

提供游戏空间和环境学习的权利；在自然和

公共空间中，应该为儿童提供能够自由地获

得休闲、学习、社会交往、心理发展和文化表

达的机会。

2.2   成人主导—儿童有限参与下的深圳儿

       童友好型空间实践探索

2015年以来，随着深圳城市建设理念由

“深圳速度”转向“深圳质量”，城市建设者开

始率先探索实践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

的城市治理思路，关注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空

间权利，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⑥，努力为儿

童创造适宜的城市环境。2016年，为探索适合

深圳本土化的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路径，深圳

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与规划院、建筑师和社

会工作者等多方力量合作，突破传统儿童发展

规划“底线管控”思维，在积极参考了国外儿

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对儿童参与权利的尊重和

较为完善的传导体系的经验基础上，创新探索

了一条由成人与儿童合作、“空间规划”和“社

会发展规划”相融合、从战略引领到项目落实

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空间建设机制，作为链接儿

童健康发展与城市建设之间的纽带。

2.2.1    有限适度的儿童参与制度

深圳市在开展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顶

层设计时，已然意识到儿童参与权的重要性，

为营造儿童参与的社会共识、探索儿童参与规

划和决策的路径，培育儿童参与公共事务的能

力，深圳市创新探索了儿童参与流程机制、代

表选取和参与能力培养等方面的制度建设。畅

通儿童诉求表达的渠道，建立3级儿童代表和

儿童议事会制度，可让儿童将日常需求通过各

级儿童代表提请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评估决策，

并得到反馈，以制度创建保证儿童参与社区和

城市相关事务中；在儿童参与具体公共事务方

面，通过确立需求表达、方案制定、决策公示、

评估反馈4个关键环节，建立儿童需求从表达

到落实的完整机制。在具体实践中，深圳市、社

区两级“儿童议事会”已经在全市各区开展；

针对儿童参与协作者的成人培训也在同步进

行，如龙华区儿童参与服务工作者培育计划

“同参与、同支持”；并通过儿童国际论坛、儿童

问卷与访谈、“儿童扎针地图”“儿童参与空间

设计可能”等方式，探索成人与儿童合作的规

划方式[26]。

从现阶段实践反馈来看，深圳市儿童参与

顶层设计作为一种指导性的措施建议，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尚面临一些困境，属于一种有限适度的

儿童参与制度探索。一方面，儿童参与的信息获

取途径、组织方式尚未正式化、常规化；现阶段儿

童参与空间建设活动，因委托单位和编制单位的

意图明确，针对某个选定空间的儿童参与组织和

空间实践较为容易，但如何在全市儿童相关空间

建设中纳入儿童参与、使其成为一种制度性条

款仍待探索；另一方面，如何培养儿童参与能力、

提升成人协助者的水平、有效转译儿童空间“语

言”、避免儿童“参与疲劳”等方面尚需完善。
图4　德国雷根斯堡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划和文件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⑤ “游戏总体规划”德语原文为Spielleitplanung，国内尚未翻译，根据字根翻译为“游戏总体规划”，其既是规划的“名称”，也是一种规划“方法”。

⑥ 2016年，深圳市将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纳入“十三五”规划，并着手编制《深圳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战略规划》和《深圳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行动计

    划》；2017年5月，深圳市政府召开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暨试点项目启动新闻发布会；2018年2月，由深圳市政府批准，深圳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印发了《深圳 

    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战略规划（2018—2035年）》和《深圳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行动计划（2018—2020年）》，是全国首个地方层面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

    行动纲领；2018年4月，深圳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发布儿童友好型社区、学校、图书馆、医院建设指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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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从城市到社区的多维传导体系

为保障儿童友好城市的落地实施，在现

有法定规划普遍缺乏儿童相关视角的背景

下，深圳先期探索了一条以专项规划为支持、

由政府主导实施的儿童空间改善路径，构建

“战略规划→行动计划→试点项目”的空间

传导机制。通过战略规划统一社会共识和儿

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主要空间领域，作为政

府各部门实施城市建设的共同纲领；依托由

市政府审批的为期3年的《行动计划》，将具

体需开展的儿童空间改造内容以项目方式落

实到责任单位，在深圳强区放权的背景下，通

过区级政府来推动实施，并以行政考核机制

的方式进行监督评估。此外，《行动计划》还

搭建了一个项目动态申报机制，鼓励社会资

本共同参与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形成政府主

导、各部门协同和社会参与推动实施的儿童

友好型城市建设格局；万科、华润等企业正与

政府共同合作，推动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大

梦想家计划。为了指导具体空间建设，通过试

点项目形式，探索了学校、社区、医院等儿童

友好型空间改造的方向和措施，出台了相应

的建设指引，为全市推广儿童友好型空间建

设提供支撑（见图5）。

2.2.3    政府导控下的儿童活动空间实践

在高密度的深圳，儿童总数多、来源分散、

区域分布不均衡，城市中儿童面临着“自然化”

公共空间缺失、街道安全、社区活动场地缺乏等

问题。为此，战略规划、行动计划在具体空间实

践中，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行为能力和需求，

重点对儿童步行安全和可游戏的活动场地进行

了规划指引，在保障儿童活动空间供给规模的

基础上，强调儿童活动空间的自然化、游戏化和

社会交往属性的构建。具体来说，结合深圳“千

园之城”的建设目标，依托郊野公园，打造儿童

“半小时自然体验圈”，依托城市、社区公园，打

造儿童“15分钟公共空间体验网络”，为儿童提

供回归自然、释放天性的公共空间；依托社区，

打造儿童“5分钟步行生活圈”，提供儿童友好

的教育、医疗、游戏场地等社区基础服务。从具

体实践来看，以北大医院、市少儿图书馆、红荔

社区、园岭小学为试点的儿童友好型空间改造

已进入施工阶段；融入儿童友好理念下建成的

香蜜公园、深圳人才公园，已成为颇受儿童喜爱

的活动场地。同时，强调儿童之间空间权利公平

公正，关注日益增长的流动儿童与本地户籍儿

童之间普惠型空间的供给，如4点半学校、社区

儿童室内游戏空间等。此外还包括，为保障儿童

友好型空间建设能融入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

致力于将儿童活动空间的相关设计、建设要求

通过明确的规范条文纳入《深圳市城市规划设

计标准与准则》，出台《深圳市儿童友好型社区

建设指引》等。

3   儿童友好型空间实践的再讨论

3.1   有关儿童友好型空间实践之内涵的争论

空间背后是由每个个体化不同阶段和程

度的人组成的社会化群体，每个人性格的最关

键时期起始于童年的个体化初期阶段。而直接

生活环境对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影响最大，儿童

权利的实现必须体现在儿童的居住地。借助现

代主义城市中空间的“工具”属性及其背后

涉及的权力机制，从对儿童权利理解及其落脚

点出发，可以探寻儿童友好型空间建设的核心

内涵及国内外实践的差异性。

从本质上来说，儿童友好型空间建设的

核心是以儿童参与为前提，在城市中构建一

个体现儿童权利的空间体系，让儿童在一个

愿意承担责任、帮助实现儿童权利的集体里

成长。而社会对儿童权利认知的高度，又决定

了儿童友好型空间体系的完整性，以及空间

建设的可实施性。即伴随儿童权利认知的发

展，儿童友好型空间建设实际上是一个进阶

的金字塔：第一阶段是对儿童基本权利的保

障，由成人提供基本医疗、教育、福利等基础

服务设施供给；第二阶段，由成人主导、儿童

部分参与活动空间设计，这其中最难的问题

在于成人的真正尊重和儿童的真正参与，因

为成人生活经验和环境往往造成无意识的错

误规训；第三阶段，也即最高阶段，赋予儿童

平等参与的权利，儿童通过参与来表达自身

的真实需求（见图6）。从价值观层面来看，

儿童友好型空间实践不仅仅在于儿童空间供

给，而且是致力于通过儿童本身来建立一种

与成人合作的长效灵活机制，发现儿童真实

需求，尊重儿童权利，建立以儿童亚人群为

“人本视角”的城市人文环境、综合服务和空

间环境的供给，在整个城市范畴寻求儿童幸

福水平的提升，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基于本土化的儿童友好型空间实践，应在

努力营造社会共识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儿童参

与空间建设的常效、全流程的制度和管理保障

机制，从决定儿童在城市中生活品质的公共空

图5　深圳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划和文件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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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游戏场地、街区、住区环境等入手，将儿童

作为空间利益方，协同构建儿童友好的空间体

系，纳入现有城乡规划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建设

中，帮助儿童“占领”空间资源；同时制定相

关设计和建设标准，保障空间建设的品质和安

全；赋予“儿童友好”理念以具体的空间载体

支撑，进而拥有可丈量的进步意义。

3.2   深圳经验中政府、规划师、社会、儿童等

        的角色分析

政府出于提升城市治理能力、落实上级

政府施政纲领等考虑推进儿童友好型空间建

设，但由于很难衡量其“经济效应”，为保障

在政府官员任期内取得一定效果，更多是时

效性、独立性项目。市规划资源局、城管局等

与空间建设管理相关部门的职权和财政调配

能力往往高于作为协调议事机构的市妇联；

《行动计划》提出的如“每个街道有一个儿

童友好型公园”等建设目标，容易变为一场

“运动”；在无市、区级独立财政支撑及政策

激励下，各实施主体难以将儿童友好型空间

建设纳入常态化行政管理中，持续跟进并监

督实施见效。

从规划师的角色定位来看，现代主义转型

过程中的“城市规划师更应该从社会以及人

的角度去看待规划工作，看待所有的建筑、街

道和物质空间”。但在为弱势群体谋求利益的

过程中，规划师很容易陷入“代表谁”的问题，

“以规划师的价值观完全代表社会需求的方式

也越来越受到质疑”[27]。在成人公共参与尚且

薄弱、公众规划专业素养尚待提升的现实背景

下，规划师如何代表儿童利益、客观地反映儿

童需求，从“关注儿童需求”到“正确考虑和

满足儿童真实需求”转变为协助方，帮助“儿

童成为规划编制和评估中的利益主体”，需新

时期规划从业者进行探索。

从市民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政府宣传和

推广可逐步引起社会对“儿童友好”的关注，

社会组织对于儿童公益事业的积极性都较高，

但都是以“点状”项目活动为主，缺乏“枢纽

型组织”来统筹和引导；同时也缺乏类似“儿

童友好型城市协会”的民间公益机构，来组织

和评估政府已经开展的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

工作。这一点不同于社会组织、公民社会参与

都较为成熟的德国，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儿

童、规划师（建筑师）四方基于政府搭建的平

台形成了共同合力，从而能高效地推进儿童友

好型空间建设。

从市场（资本）逐利的本质来说，对于深

圳这样高度市场化的城市，儿童消费一直是资

本追逐的高利润市场，基于儿童友好型的空间

建设可以切实为商品房小区（商业区）带来

更多的人气和“卖点”；而且在深圳现状以央

企（国企）为主导的城市更新中，城市公共利

益用地一般由企业无偿代建（如深圳湾公园），

在这其中纳入儿童友好理念并付诸实施相对

容易。以规划师为纽带，政府做好“制度建设”

和“共识普及”，社会公益组织做支撑和补充，

通过链接和激励市场力量，搭建各方携手合力

平台，可以成为深圳推进儿童友好型城市、实

现多方共赢的有效途径。

4   结论与启示

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意味着城市整体的

发展与提升，儿童是城市的一员，脱离城市整

体语境空谈儿童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儿童

友好型城市也是一面镜子，折射人们对于未来

城市的期待，其建设内容和控制要求预示着未

来城市的发展趋势。在“公民社会”方兴未艾

的中国，探索基于儿童权利自我表达下的儿童

友好型空间建设，可以为弱势群体的空间抗争

和普惠型城市空间结构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

借鉴。

通过对儿童需求进行真实解构，将儿童友

好等相关理念逐步内化为总规和控规的约束

性编制要求和措施，并纳入空间规划体系中，

使其成为规划领域的一种“规定性动作”，利

用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的工具来实现建成适

宜儿童成长的城市目标；并逐步培养规划师和

儿童的合作能力和方式，为新一代公民的孕育

提供土壤。这可以改变以往城乡规划对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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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属性（战略导向），给予全体人民追

求美好生活需要的权利，“一个儿童友好的城

市，对所有人都友好”。

衣俊卿. 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J]. 中国社会

科学，2004（4)：13.

YI Junqing. Dimensions of modernity and their 

contemporary fate[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4(4): 13.

冯雷. 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四个主题——对后现

代空间论的批判性重构[J]. 中国社会科学，2008

（3）：45-46.

FENG Lei. Four subjects in modern critical theories 

of space: 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 

space theory[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8(3): 

45-46.

黄进. 儿童的空间和空间中的儿童——多学科的研

究及启示[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16（3）：21-22.

HUANG Jin. Children's space and children in space—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enlightenment[J].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2016(3): 21-

2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2]

[3]

图6　儿童空间问题解决的实践阶梯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儿童友好型城市 | 7 

LUTHAR S. The culture of affluence: psychological 

costs of material wealth[J]. Child Development, 2003, 

74(6): 1581-1593.

克莱尔•弗里曼，保罗•特伦特. 儿童和他们的城市

环境——变化的世界[M]. 萧明，译. 南京：东南大

学出版社，2015.

FREEMAN C, TRANTER P. Children and their 

urban environment—changing world[M]. XIAO 

Ming, translate.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15.

WHITE R. No-go in fortress city: young people, 

inequality and space[J].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1996, 14(1): 37-50.

MALONE K, HASLUCK L.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young people perceptions and use of public 

space[J]. Family Matters, 1998(49): 20.

郭强. 现代社会的漂浮：无根的现代性及其呈现

[J]. 社会，2006（4）：1-22，206.

GUO Qiang. Floating modern society: rootless 

modernity and its expression[J]. Society, 2006(4): 

1-22, 206.

周俭，钟晓华. 城市规划中的社会公正议题——社

会与空间视角下的若干规划思考[J]. 城市规划学

刊，2016（5）：9-12.

ZHOU Jian, ZHONG Xiaohua. Social justice in 

urban planning—reflections on urban planning in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spac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6(5): 9-12.

陈进华. 中国城市风险化：空间与治理[J]. 中国社

会科学，2017（8）：43-50.

CHEN Jinhua. Urban risk orientation in China: space 

and governance[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7(8): 

43-50.

营立成. 空间权利与城市治理[N]. 中国社会科学

报，2016-09-28（07）.

YING Licheng. Space rights and urban governance[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016-09-28 (07).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M]. 李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LEFEBVRE H. Espace et politique[M]. LI Chun, 

translat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5.

布伦丹·格利森，尼尔·西普. 创建儿童友好型城

市[M]. 丁宇，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GLESSON B, SIPE N. Creating child friendly 

cities: reinstating kids in the city[M]. DING Yu, 

translate.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4.

孙艳艳. 儿童与权利：理论建构与反思[D]. 济南：

山东大学，2014：20-72.

SUN Yanyan. Children and rights: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reflection[D].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2014: 

20-72.

吴鹏飞. 嗷嗷待哺——儿童权利的一般理论与中

国实践[D]. 苏州：苏州大学，2013：214-215.

WU Pengfei. Crying with hunger: a general theory of 

children's rights and it's practice in China[D]. Suzhou: 

Suzhou University, 2013: 214-215.

WARD C. The child in the city[M]. London: The 

Architectural Press, 2002.

UNICEF Innocenti Research Centre. Building child 

friendly cities: a framework for action[M]. Florence: 

Innocenti Publications, 2004.

沈萍. 儿童友好型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策略研究[D]. 

长沙：湖南大学，2010.

SHEN Ping. Design strategy of child-friendly urban 

public space[D]. Changsha: Hu'nan University, 2010.

赵乃莉. 国外“儿童友好型”街区环境设计及启

示[D].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0.

ZHAO Naili. Child-friendly neighborhoods design 

and enlightenments[D]. Beijing: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2010.

沈瑶，张丁雪花，李思，等. 城市更新视角下儿童放

学路径空间研究——以长沙中心城区案例为基础

[J]. 建筑学报，2015（1）：94-99.

SHEN Yao, ZHANG Dingxuehua, LI Si, et al. A 

spatial study on school-age children's routes between 

school and home after clas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urban redevelopment as exemplified in Central 

Changsha[J].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5(1): 94-99.

韩雪原，陈可石. 儿童友好型城市研究——以美国

波特兰珍珠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2016，23

（9）：26-33.

HAN Xueyuan, CHEN Keshi. Child-friendly city 

research: a case study of Portland Pearl District[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6, 23(9): 26-33.

吴忠民. 社会矛盾倒逼改革发展的机制分析[J]. 中

国社会科学，2015（5）：4-20.

WU Zhongmin. Analysis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reverse transmission effect  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5(5): 

4-20.

KINGSTON B, WRIDT P, CHAWLA L, et al. 

Creating child friendly cities: the case of Denver[J]. 

Municipal Engineer, 2007, 160(2): 99.

彭娟. 论《儿童权利公约》在日本的实施[D]. 湘

潭：湘潭大学，2011.

PENG Juan. On the implement of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in Japan[D]. Xiangtan: Xiangtan 

University, 2011.

KINOSHITA I. Japanese movements on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and child-friendly city[R/OL]. 

https://www.hurights.or.jp/archives/asia-pacific/

section1/3%20Japanese%20Movements%20

on%20Children%E2%80%99s%20Participation.

pdf.

刘磊，雷越昌. 社区规划中的儿童友好政策探索与

思路——以深圳市儿童友好型社区试点经验为例

[J]. 城市建筑，2018（12）：22-25.

LIU Lei, LEI Yuechang. Exploration and thoughts 

on child-friendly policy in community planning: 

a case study of the pilot experience of child-

friendly community in Shenzhen[J].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2018(12): 22-25.

庄少勤，徐毅松，熊健，等. 上海2040：以规划组织

编制方式转型探索提升城市治理水平[J]. 城市规

划学刊，2017（3）：38-42.

ZHUANG Shaoqin, XU Yisong, XIONG Jian, et 

al. Shanghai 2040: improving urban governance 

by transforming the planning institutions[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7(3): 38-4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